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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俗”之间：章太炎批评王学的 

思想历程及真正动因 

彭传华
1
 

【摘 要】：章太炎秉承事功与学术二元的评价观，对古今中外“既立”诸学都进行分解与批判，其分解与批判

的对象自然包括王学。与学界所持“章太炎对王学的态度在不同的阶段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的观点迥然不同，本

文研究表明，章太炎就其一生而言，大体上都是非王。按章太炎学术发展的内在脉络，可以将其对王学的批评分为

前后两个时期，具体思想历程如下：在章太炎“转俗成真”的学术前期，《訄书·王学》以科学主义的视角批评王学

“立义至单”“无组织经纬”，指责王学“以良知自贵”造成与科学的疏离；《谴王氏》以民本主义的原则批评王学

“其学既卑，其功又不足邵”；《答铁铮》以民族主义的原则批评王学“偏于我见”；《检论·议王》以实用主义的

标准批评王学不能治国、不能布政，讥讽阳明为“匹夫游侠之士”，指陈王学之失在于“剀切而不得分齐”。在其

“回真向俗”的学术后期，章太炎以佛学的立场批评王学“轻礼教”“尚阴谋”，并批评王学的良知说不能了生悟

死，质疑亲民说所造成的思想流毒。总体来看，章太炎一生非王，尽管晚年对王学有所肯定，依然是情非得已，“只

是应时方便”，不是真正意义的归王。章太炎在前后不同时期对王学批评有着不同的侧重，这正好印证了其思想经

历了由“转俗成真”到“回真向俗”的精神蜕变。 

【关键词】：章太炎 王学 批评 转俗成真 回真向俗 

关于章太炎对王学的态度，学界研究不多，而且存在较大的争论。1 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章太炎对王学的态度体现了

其学术思想的变化历程：“大体上循着这样一个以学术思想为转移的路线；非王与非儒同调——扬释则不免扬王——齐物则汉

宋等观——归儒终必归王。”2此观点注重章太炎思想发展的动态变化，强调章太炎对王学的态度经历了非王、扬王、归王的转

变历程。除了这个代表性看法外，总体来说，目前肯定王学对章太炎的正面影响的观点在学界具有较大的影响力，3鲜有学者关

注章太炎对王学的批评之面向。本人纵观章太炎整个学术生涯的重要著作，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认为章太炎就其一生而言，大体

上都是持非王的态度，尽管晚年对王学有所肯定，依然是情非得已，“只是应时方便”，不是真正意义的归王。 

按照章太炎自己的说法，“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4。可以将章太炎批评王学的思想历程分为两个

阶段：在章太炎学术的前期，是“转俗成真”的学术时期；在章太炎学术的后期，是“回真向俗”的学术时期。不同的时期分别

体现了不同的精神追求。所谓“真”的精神，但审是非，不计利害；是非以学术本身的对错为主，以“求是”为原则。所谓“俗”

的精神，则注重当时社会发展之需要，追求世俗功利与实用，是非以社会事功的取舍为主，以“致用”为原则。就章太炎一生而

言，其学术追求都始终贯穿“真”“俗”两种精神，只是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而已。详言之，前期“转俗成真”是指学术追

求主要以“真”的精神为主，“俗”的精神为辅；后期“回真向俗”则是以“俗”的精神追求为主，“真”的精神追求为辅。现

选择其批评王学的代表性著作分别说明之。 

一、《訄书·王学》以科学主义的视角批评王学 

1899 年，章太炎的《訄书》初刻本连王阳明的名号都没有提及，但到了 1902 年，章太炎修订《訄书》，觉得非要猛烈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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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不可。当然，这里应该有章太炎的政治立场在。因为作为革命派的章太炎，其主要论敌康梁保皇派的理论基础是王学，因此

批评王学就是对康党的理论基础进行釜底抽薪，如此康梁的保皇理论也就土崩瓦解了。基于此，《訄书·王学》对王学展开猛烈

攻击，根本论点在于批评王学立义至单、无组织无经纬。他说：“尝试最观守仁诸说，独‘致良知’为自得，其他皆采自旧闻，

工为集合，而无组织经纬。”5认为王阳明的理论，除了致良知一项外，其余理论都不过是剿袭前人的思想加以拼凑的结果，毫

无理论性、系统性可言。并例举了四大证据。论据一，王阳明的“无善无恶”说采自旧闻（胡宏与洛克）。他说：“夫其曰‘人

性无善无恶’，此本诸胡宏，胡宏曰：‘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义完具，无适无莫，不可以善恶辨，不可以是非分。’又

曰：‘性者，善不足以言之，况恶邪？’而类者也，陆克所谓‘人之精神如白纸’者也。”5论据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

本诸程颐。他说：“其曰‘知行合一’，此本诸程颐，而紊者也，徒宋钘所谓‘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者也。”5 章太炎发

现程颐“人必真心了知，始发于行”之说乃知行合一之说之滥觞。王阳明窃取程颐之说，但又理解不了程颐之说真正用意，反而

退回到战国时的宋钘对知行认识的初始水平了。章太炎又将知行合一说与苏格拉底的知德合一说相比附，批评王阳明以知行为

一物，甚至认为王阳明关于知行的理解比程颐更为荒谬。论据三，王阳明的材性说变形于孔融的《圣人优劣论》。5论据四，王阳

明无时不在追求快乐的观点乃变形于阮籍以悲为乐的理论。5综上四论据，章太炎对王阳明所谓的自得之学提出尖锐的批评：“夫

其缀辑故言如此其众，而世人多震慑之，以为自得。诚自得邪？冥心孑思以成于眇合者，其条支必贯，其角思理必可以比伍。今

读其书，顾若是无组织经纬邪？守仁疾首以攻朱学。且朱学者，恒言谓之支离矣。泛滥记志而支离，亦职也。今立义至单，其支

离犹自若。”
5
批评王阳明学说没有自成体系，立义如此简单，尚且支离不堪，远不如朱子之学。《王学》以才气与学术相区别作

为评价的判准，得出王阳明只是一位凭才气赢得权势和功名的假学者而已的结论。这些观点当然有章太炎偏激、片面处，问题

是，为何他会作出此种评价？笔者尝试作出如下分析： 

《訄书》批评王学除了对保皇派的思想基础进行釜底抽薪的政治原因之外，还有其重要的学术原因：章太炎的《訄书》的学

术史研究主要围绕哲学和科学的关系展开，科学主义是当时的章太炎所秉持的学术宗旨。在科学主义的主导下，章太炎表彰有利

于科学发展的思想派别，而抨击阻碍科学产生的学术流派，他之所以激烈批评王学，主要在于在章太炎眼中王学有碍于科学的产

生和发展。章太炎悲愤地说：“悲夫！一二三四之数绝，而中夏之科学衰。故持一说者，傀卓于当年，其弟子无由缘循干条以胜

其师，即稍久而浸朽败。自古皇汉先民以然，非独守仁一人也。”5 章太炎认为造成王学疏离科学的原因是王阳明以良知自贵、

不务诵习：“抑吾闻之，守仁以良知自贵，不务诵习，乃者观其因袭孔、阮，其文籍已秘逸矣。将钩沈捃啧以得若说，而自讳其

读书邪？夫不读书以为学，学不可久，为是阴务诵习，而阳匿藏之。自尔渐染其学者，若黄宗羲、李绂，皆博览侈观，旁及短书。

然宗羲尚往往以良知自文。章言不饰，李绂始为之。”5以良知自贵、不务诵习，就没有办法获得有关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这

是阳明学疏离科学的重要原因。6 而且这一风气还会影响后世学者，造成非常恶劣的影响。王学疏离科学是章太炎的《訄书》非

常不满王学的关键之所在。科学主义的视角是《訄书》对王学批评的重要视角，科学主义也是《訄书·王学》中章太炎所追求的

“真”的精神。 

二、《谴王氏》《答铁铮》以民本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原则批评王学 

1906年冬天，章太炎在《民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谴王氏》的文章专门批评王学，收录在《说林上》7，《谴王氏》曰： 

途说之士羡王守仁。夫学术与事功不两至，鬼谷明纵横，老聃言南面之术，期于用世，身则退藏于密。何者？人之材力有量，

思深则业厌也。守仁之学至浅薄，故得分志于戎事，无足羡者。抑守仁所师者，陆子静也。子静翦爪善射，欲一当女真，与之搏。

今守仁所与搏者，何人也？仲尼之徒，五尺童子，言羞称乎桓、文。犹曰鄙儒迂生所执。观桓、文之斩孤竹，挞荆舒，非峒谷之

小蛮夷也。晋文诛子带以定襄王，子带，康回之篡夫，襄王非有罪也。以武宗之童昏无艺，宸濠比之，为有长民之德。晋文而在，

必不辅武宗蹶宸濠明矣。其学既卑，其功又不足邵，校功能之高下，而曰：尧、舜犹黄金万镒，孔子犹九千镒。然则守仁之圣，

其将浮于万镒者耶？7 

章太炎此时贯彻其学术与事功二分的观点，认为大部分士人都难以在学术和事功上两全其美。以鬼谷子和老聃为例，二位的

纵横、南面之术非常著名，与之对应，二位的事功自然相形见绌。在章太炎看来，学术和事功难两全的根源在于“人之材力有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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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深则业厌也”。阳明之所以在军事上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那是因为他在学术上花的工夫不够（守仁之学至浅薄），这样他的

事功也就没有什么好令人羡慕的了。即便就阳明擒拿了朱宸濠这件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事迹来看，也是其功不足邵的，因为朱宸

濠与童昏无艺的武宗相比更有长民之德，如果做了君王更可能是一位明君。这里明显可以看出，章太炎评价君主是否明君的标准

在于是否以民为本、是否有长民之德。 

与此相关，章太炎对于事功的评价也以民本主义为原则，符合民本主义的事功就是好事功，反之则是其功不足邵的。与《訄

书·王学》主要批评阳明疏离科学相比，《谴王氏》则不仅批评王学“其学既卑”而且批评“其功不足邵”，在学术与事功两个

方面全面否定王学。批评王学“其学既卑”是章太炎“转俗成真”中追求“真”精神的体现；从事功的方面指出阳明“其功不

足邵”是其追求“俗”的精神的体现。 

《谴王氏》发表之后的第二年，1907 年 6 月《答铁铮》一文不再将批判的火力集中在王学的事功上，而是集中批评王学思

想理论内部的问题，批判的焦点在于王学“偏于我见”。其曰：“明之末世，与满洲相抗、百折不回者，非耽悦禅观之士，即姚

江学派之徒。 

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王学岂有他长？亦曰‘自尊无畏’而已。”
8
章太炎首先肯定了王学“自尊无畏”的精神激

励了明末的抗清斗争，甚至承认王学为日本明治维新之先导。章太炎以佛教“依自不依他”为圭臬，评判王学，承认儒佛二者有

可融通处，“禅宗与姚江一派，亦非不可融会，求其学术所自来者，姚江非特近于禅宗，亦窃取《密严》之意”8，“要之，仆所

奉持，以‘依自不依他’为臬极。佛学、王学虽有殊形，若以楞伽、五乘分教之说约之，自可铸镕为一。”8又以“依自不依他”

作为评判标尺，指陈王学之得失，“王学深者，往往涉及大乘，岂特天人诸教而已；及其失也，或不免偏于我见 

。然所谓我见者，是自信，而非利己，（宋儒皆同，不独王学。）犹有厚自尊贵之风，尼采所谓超人，庶几相近。（但不可取

尼采贵族之说。）排除生死，旁若无人，布衣麻鞵，径行独往，上无政党猥贱之操，下作大而夫奋矜之气,以此揭橥，庶于中国前

途有益。”8章太炎在此指陈了王学之失在于“偏于我见”，只是他注意到了“偏于我见”并非毫无益处，可能是人们获得自信

的思想根源，并承认王学的厚自尊贵之风与尼采的有关超人思想接近，认为这种思想可能对于中国前途有益。《答铁铮》对王学

的“自尊无畏”“厚自尊贵之风”的部分肯认，是对太炎自身所建立起的哲学体系的一种反响，也正是其独立自强的民族主义

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基于独立的民族主义的排满立场，他要抨击、扫除有碍于倒满的事功，因此，他一定要非议王阳明的事功；另外，基于民族

主义的自强立场以实现其立国的理想，则在哲学上要求要有自尊自立的思想与之配合，因此又不得不部分肯定阳明心学。对待王

学无论是尖锐批评还是部分肯定，民族主义都是这一时期章太炎评论王学的主要原则，民族主义是章太炎其时“转俗成真”中

所追求的“真”的精神。 

三、《议王》以实用主义的标准批评王学 

1914 年冬天，章太炎“感事既多，复取《訄书》增删，更名《检论》。”理由是“旧著《訄书》，多未尽理，欲定名为《检

论》，多所更张。”9《谴王氏》改成了《议王》，谴改成议，可见其对王学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议王》对于王阳明的学问功业，

仍然不以为然，但对其王学的精神，增加了“敢直其身，敢行其意”的大段议论，对王学有了部分的肯定。 

《检论·议王》写作的理论前提在于学术与政治本应“相资以为用、并进而有功”，以学术应该有用为圭臬的实用主义乃

《议王》评价王学的主要视角。在章太炎眼中，学术如果不能布政，不能为繁荣发展国家提供助力就不算是好学术。在此理论前

提下，章太炎对王学的事功作了非常严肃认真的检视。遗憾的是，与《谴王氏》的结论一样，《议王》总体上认为王学的事功乏

善可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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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议王》批评王学不能治国。其曰：“近观王文成之化人，盖近黄石公矣。夫情性之极，计会之微，虽空虚若不可以

卷握，其思理纷纭，人鬓鱼网犹将不足方物。”10 对于阳明的化人之功虽然表示了一定的赞赏，但话锋一转，又是激烈地批评：

“然士人多其成功，以为度越先儒远甚。案其运筹制胜，霩清区夏，未若刘基也；转危为安，未若虞允文也；威慑强寇，未若种

师道也。”即使从功绩来看，也不如刘基、虞允文、种师道等人。更是批评阳明之术不能挽救大明王朝：“且以文成之学任兵者，

万历以降，心学旁魄满朔南矣，而力不能支清虏。此为先师所以制胜者，职其少习兵事，才气过人，其为术财得半耳。后学才气

服习弗如，唐慕其术，夫何幸胜之有？”10承认王学虽有化人之功，但这样的功绩在章太炎看来显然不是一种好学术所应取得的

功绩。 

作为好的学术，仅仅有化人之功是不够的，关键在于能否治国，然而章太炎考察王学之后得出的结论是：阳明之术并不能救

国。但“今世谈者”以王学影响日本、导致日本富强的论调来表彰王学的功绩，对此，章太炎一反《答铁铮》一文中“王学乃日

本改革之先导”的观点，转口作了辩驳：“今世谈者，颇以东国师任王学，国以富强。此复不论其世。东国者，初脱封建，人习

武事，又地狭而性抟固。治王学，固胜纵治朱、吕之言，犹自倞也。夫其民志强忍，足以持久，故藉王学足以粉墨之。”章太炎

明确反对阳明学是日本富强之动力的说法，指出那不过是阳明学偶然投合了日本当时形势的需要。 

明治维新成功的根本动力在于日本的“民志”，而阳明学不过是被借去作为伸张“民志”的一种粉饰而已。而中国与日本

的情况不一样，中国“民散性偷久矣，虽为王学，仅得如明末枝柱一时，其道固不可久。且夫本王学以任事者，不牵文法，动而

有功，素非可以长世也。”10因此在中国，王学产生不了在日本一样的效果。 

徐阶的案例即可说明阳明学不足以治国：“观自文成以后，徐阶复习其术，以仆严嵩；辅主数年，而政理昏憜，子姓恣轶，

又未能去嵩绝远。此则其术足以猝起制人，不足以定天保、仆大命，明矣！”10徐阶用的是阳明之术，结果未能挽回明朝的颓势，

证明阳明之术不足以定天保、仆大命。章太炎由“王学乃日本改革之先导”的观点向“日本藉王学足以粉墨之”思想的转变，反

映了他对王学事功认识的不断变化，其中既有章太炎自身思想体系的演变发展，又与当时国内国际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 

其次，《议王》批评王学不仅不能治国，甚至不能布政。其曰：“世之苦朱、吕者，或贵陈、叶，或贵王、徐。将比而同之，

诚未可也。陈、叶者，规摹壶广，诚令得志，缓以十年，劳来亭毒，其民知方，可任也，而苦不能应变。王、徐者，其道阴鸷，

善司短长，乍有祸乱，举之以决旦莫之胜，可任也，而苦不能布政。……然效陈、叶者，阔远而久成；从王、徐者，险健而速

决。”10指出世人治国普遍存在两条效仿路线：一条是陈亮、叶适路线，一条是王阳明、徐阶路线。前者规摩壶广，后者其道阴

鸷。效法陈亮、叶适费力大而收效慢，但成果会长久保存，而效法王阳明和徐阶的结果是“险健而速决”。 

质言之，王学其道阴鸷，不能布政。他说：“夫材理之辨，诚未可乱也。刚略之人，不能理微，故其论大体则弘博而高远，

历纤理则宕往而疏越。好奇之人，横逸而求异，故其造权谲则倜傥而瑰壮，案清道则诡常而恢迂。此王学所偏短长也。不尚其政，

而多其能从政，壹意进取，迫而徼幸。其不为外跅弛、内回邪者，几何？”10对“王学能从政”的论调提出尖锐的批评。这是从

学术应有良好的社会政治影响的角度，批评王学的社会政治影响力非常有限，这也是章太炎实用主义思想的典型体现。 

再次，从对王学的批评转而对王阳明本人的批评，认为王阳明只是“敢直其身、敢行其意”的匹士游侠而已。他从对程朱理

学的总体贬低的基调下，转入对王阳明的批评。他对程朱评价甚低，“程伯子，南面之任也；朱元晦，侍从乡僎之器也”，明言

程朱理学只是政治的附庸而已；指出程子的代表作《定性书》的缺点是顺众而无诚；朱熹的“格物”论的不足在于博观而无统。 

在宋明理学的学术只是政治的附庸之观点审视下，阳明也不过是匹士游侠之材而已，他的理论不能治理国家，“持是以长国

家，适乱其步伍”10。在太炎眼中，如果说王阳明有什么可贵之处，充其量只是其“敢直其身、敢行其意”的精神可作为一种精

神动力资源而已。此处要注意的是，章太炎对王阳明本人的批评有其明显的思想偏见，王阳明作为古今“真三不朽”的第一人，

居然只是匹夫游侠而已，此立论不仅怪诞，而且既峻且激，完全超出了学术层面的评价，论者不可不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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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章太炎分析了王学的病因。一针见血地指出王学之病在“剀切而不得分齐”，而不在“玄远、虚玄”。章太炎特以王

学的知行合一说来说明之。他认为知有节序、行有衰次，知行的先后没有固定的顺序，因此不能一概而论。因为行不能单单指身

体发生的动作，思想、思虑所至也都是行的表现形式。如果按照“心之精爽乍动，曰作意”的说法，那么没有不先作意而能行的

行为，因此作意就是行之端了。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行先于知”；但是如果按照“心所取象为之意言，然后有思”的说法，思是造作，属于行，取象为

知，又是“知先于行了”；而七情的发作又属于另一种情况，怒则立即作气，惭则立即頳颜，哀则立即陨涕，惧则立即振栗，喜

则立即嫖繇，这种情况下又是“知行同时”了。战国的宋钘“语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由于他所说的“容”包含有“思”或

者“欲”意思在，因此宋钘所谓的“言行”应该就已经包含思虑、情态二端了。 

这可以说就是“知行合一”说的思想萌芽了。阳明虽然明白宋钘的所谓的“言行”应该就已经包含思虑、情态二端了，但不

知道知行的先后顺序，所以才有了“知行合一”说的诞生。在章太炎看来，只有这两种情况是知行同时的：“寂然至定者，心所

游履，与其自证同时。感而有情者，心所见采，与其顺违同时。”10除此之外，知行一定是有先后的。所以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说只是一隅之见，他的目的就是要“导人以证知”，用王船山的话来说就是“销行以归知”。这么看来，王阳明的学说就在于剀

切而没有分寸，知行合一之说如此，其他学说也是这样。如此“剀切而不得分齐”的学说自然不能治国、不能布政了。 

总体来看，由于章太炎作《检论》的目的就是要检讨国故，因此自然不难理解《议王》对于程朱陆王的激烈批评了。但是，

为何《检论·议王》对王学的批评集中在“不能治国”“不能布政”等事功上呢？前文提到的“感事既多”应是打开这一思想

密码的钥匙。2014年《检论·议王》创作前一年左右，发生了很多大事刺激了章太炎，这是《检论·议王》创作的重要原因。 

如所周知，1913年 3月，宋教仁被刺；7月，二次革命爆发，不久失败；8月，章太炎冒死返回北京，为袁世凯幽禁。一年

间，革命党发生了如此众多的大事，而且基本以失败而告终。因为屡屡受挫，自然会反思失败的原因，作为革命家和思想家的章

太炎不能不思考理论和实践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作为一种成熟的有用的学术理论，一定是能够成功指导实践的学术理论。是否

能够治国、布政、繁荣发展国家便成为章太炎判断其是否有用的主要标准，以这样的实用主义作为标准反思王学，考察之后发现

王学具有“不能治国”“不能布政”等弊病，因而提出尖锐的批评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议王》对王学的批评有着“真”“俗”两种精神的不同表现，批评不能治国、不能布政是章太炎“俗”

的精神的体现，而批评王学之病根本在于“剀切而不得分齐”则是其“真”的精神的体现。由批评王学不能治国、不能布政到批

评王学“剀切而不得分齐”，正是章太炎“转俗成真”的真实反映。 

《訄书·王学》《谴王氏》《答铁铮》《检论·议王》代表着章太炎前期对王学的激烈批评，有学者注意到了章太炎前期对王

阳明评价不高的事实，但将之归因为“以经史考据、小学，以及佛学、玄学的立场来看儒学，特别反对调和附会的汗漫学风”11。

笔者认为，虽然注重语言文字之学，是章太炎一生的学术宗旨，因而“以经史考据、小学”的立场来看待儒学的说法问题不大。

但是，上述看法的关键是没有区分章太炎学术发展的“转俗成真”和“回真向俗”的两个截然不同的阶段，笼统地将“佛学、玄

学的立场来看儒学”来概括章太炎一生的儒学评价则是有问题的。 

正如前文所述，在章太炎学术的前期，是“转俗成真”的学术时期，章太炎虽然也强调学术的功利目的和实用效果，体现了

对“俗”的精神的追求，但主要是以学术本身的对错为主，以求是作为学术的主要原则，表现为对“真”的精神的追求。章太炎

所追求的这个“真”的精神分别就是科学主义、民本主义、民族主义、实用主义的精神等。显而易见，章太炎前期并不是以佛学、

玄学的立场来看待儒学的，以佛学的立场看待儒学是章太炎晚年“回真向俗”阶段的主要态度。 

四、晚年定论：以佛学的立场批评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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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了晚年，章太炎对王学的态度也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非王依然是其对待王学的主旋律。作于 1924年的《王文成公

全书题辞》及之后的《菿汉昌言》，可以称得上是章太炎关于王学的晚年定论了，其中依然可见其对王学持激烈的批评态度。 

其一，批评王学轻礼教。其曰：“虽然，宋儒程、杨诸师，其言行或超过文成，末流卒无以昌狂败者，则宋儒视礼教重，而

明儒视礼教轻，是文成之阙也。”12 将泰州末流的猖狂犯禁归之于王学不重礼教。其后，章太炎的《菿汉昌言》13 进一步对王阳

明轻礼教提出批评：“虽然，阳明论学，亦有所阙。盖专为高明者言，未及提倡礼教也。”14并作了进一步的申论： 

且禅宗狂者，至于诃佛骂祖，而行止未尝踰轨，则以戒律持之也。上蔡、象山、慈湖、白沙之伦，与阳明学术相似，其弟子

亦未有昌狂者，盖宋世儒者多崇礼教。象山以谢希孟狎伎，则面诃之；以吕伯恭居丧讲学，则致书规之；以弟子有交足而坐者，

则讽使改之，其隆礼如此之甚也。慈湖斋明俨恪，非礼不动，客至与行士相见礼，不敢以崇智而废卑礼也。明代儒者，崇礼不如

宋人，白沙则有名节为藩篱之说。是以四家之学，行之或百余岁，或几二百岁，卒未闻其徒有破检者。所惜阳明未虑及此耳！……

泰州末流，昌狂者众，而亦多得奇祸。14 

指出象山学思想与阳明学接近，但象山学不存在轻礼教的弊病；作为象山学向阳明学过渡的中间环节的慈湖学也不敢“崇

智而废卑礼”，唯独阳明对礼教考虑较少，太炎显然是在批评王学应该对泰州末流的猖狂负起一定的责任。之所以批评王学轻礼

教，也是因为章太炎受佛学严格的戒律的影响和浸染，站在佛学的立场对于王学（其实主要是阳明后学，笔者注）诃佛骂祖的轻

礼教行为的大为不满，从而提出尖锐的批评。批评王学轻礼教也是出于王学的社会影响、功利效果等世俗原则的考虑，也是符合

晚年章太炎“回真向俗”中的“俗”的精神追求的。 

其二，章太炎批评王学尚阴谋。太炎曰：“今勿论文成行事视伯者何若，其遣冀元亨为间谍，以知宸濠反状，安在其不尚阴

谋也？及平田州，土酋欲诣军门降，窃议曰：王公素多诈，恐绐我”
12
。正因为王学尚阴谋，所以章太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途

径》一文中言及诸子学时特意提到“王阳明之学，则适于用兵，亦以性各有近、志各有专，故其学术缘之以成也。”15指出王学

在军事运用上可以取到不错的效果，言外之意也就是王学只是权谋之术，很难说是一种很好的修身哲学，这对于王学是尖锐的批

评了。 

文末在对王学进行最后总结时依然持有严厉的批评：“学术虽美，不能无为佞臣资，此亦文成之蔽也。”12指出王学尚阴谋

的特质易被佞臣利用是阳明学最大的问题所在。批评王学尚阴谋，也是因为崇尚阴谋与佛学的慈悲精神相悖，不能满足世俗人们

修身的需要，这也恰恰是章太炎晚年追求“俗”的精神之体现。只是这里有章太炎对王学的误会在，“以阳明友朋弟子之所为，

而归之于阳明本人之病，且以论其学术之弊，其结论恐终究显得稍欠公允。”16 

最后，章太炎批评王学的致良知说、亲民说。 

众所周知，朱熹的两大理论“格物”“新民”说在理学系统中备受关注，影响甚大，但都受到章太炎的批评。其曰：“昔徽

公以亲民为新民，以格物为穷至事物之理，前则为专己，后则为外骛，诚行其术，则国政败，士行斁。顾徽公训说则然；自为学，

乃自禅入，未尝齑万物，其在官，亦不欲改易百姓视听，其后为朱学者，亦未切切于是也。必比以洪水猛兽，斯为酷矣。”17章

太炎指出，新民说其弊在专己，格物说其弊在外骛，二者如若畅行会导致“国政败，士行斁”的后果。 

与章太炎对朱子格物说、亲民说持激烈批评态度不同的是，章太炎则肯定阳明格物说、亲民说为正解：“以格物为穷至物理

者，因郑注难憭，温公之说又近灰灭也。以亲民为新民者，因本《书》有‘日新’、‘新民’、‘其命维新’诸文，牵引以就之

也。自阳明以后，二义始破。”14 章太炎分别详陈了阳明对朱子的“格物”“新民”说所作的瓦解和廓清。17 虽然如此，但并不

是意味着章太炎完全赞同阳明的致良知说和亲民说，相反，章太炎对阳明的良知说和亲民说提出了诸多批评。 

关于阳明的良知说。1917 年，50 岁的章太炎即认定：“良知乃匹夫游侠之用，异乎为天下浑其心者，所论京朝旧宦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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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不足辩。”18 且认为“余姚所谓良知，大概与藏识相似”18。总体的评价是，王学的良知说没有超出佛教“八识”中的阿赖邪

识与意根意识的范围，而且在生死了悟方面，王学与佛学相比层次低了不少（王学透过此生，未透过生）：“良知界限，不出阿

赖邪识与意根意识。苟致良知矣，于诸利欲自可脱然。若阳明透过死生之说，得毋出良知限外。……如是，透过死生，仍在良知

限内矣。若夫无我克己者，则透过死生不足道。(质言之，王学透过此生，未透过生。)”19并认为良知之说有一定的限度：“良

知之说所以有效者，由其服习礼义已成乎心也。若施于婆罗洲杀人之域，其效少矣；施于今之太学，其效更少矣！”14章太炎对

王学良知说的批评显然也是站在佛学的立场上立论的，批评良知说不能真正了生悟死，境界与佛学不在一个层次上。当然这种批

评也是没有很大的说服力的，因为儒佛的终极关怀不一样，最后的人生境界追求是不同的，儒学的最高人生理想是成圣，佛学的

最高人生理想是成佛，因此难说高下之分，只是“舟车之异”。 

关于亲民说，章太炎也是颇有批评：“晦翁虽多杂论，要其求道，未尝由此趣入，若新民之说，更未见有实行者，则说经与

修己治人各不相涉也。以是阳明所论，当时虽见为卓绝，不见其持世之功。”14批评阳明的亲民说见解虽然卓绝，但是对于新民

说的廓清之功并不彻底，因为新民说的流毒依然存在，“清末始言变法，好奇者乃并风俗而欲变之，于是文以新民之说。降及今

兹，三纲九法，无不摧破，同产至为匹耦，父子等于行路矣。”14清末倡言变法者假以新民之说以文饰好奇之心，“后知阳明所

谓洪水猛兽者，宋明间实未至此，而今卒见之也。是岂伊川、晦翁之罪邪？”14暗含着阳明应该对此承担一定责任之意。此处章

太炎依然以佛学为立场，批评阳明亲民说在扬善惩恶的社会道德净化上不仅未能起到正面作用，反而造成了广泛的摧毁纲常的

思想流毒，与佛学对社会的道德净化作用不可同日而语，当然这里的批评依然有将阳明后学之流弊强加之于阳明身上的弊病，论

者不可不辨。总之，章太炎对王学良知说和亲民说的批评，着眼点都在凡人的了生悟死及社会的道德净化层面，乃出于世俗和功

利的目的，是其对“俗”的精神之追求的真实反映。 

钱穆的《太炎论学述》认为章太炎晚年虽于中国旧学多有阐释，但核心思想仍旧是对传统儒学进行批判，并思以佛代儒。他

说：“太炎之学，可分为四支柱。……而其崇信印度佛学，则尤为其四支柱中擎天一大柱。然太炎既非一佛徒，又非一居士。其

佛学，仅如西方人抱一哲学观点，乃依之以进退上下中国之全部学术史，立论怪诞，而影响不大。”20撇开钱穆所言章太炎“立

论怪诞，而影响不大”这句断语是否公允不论，单就章太炎晚年依佛学“以进退上下中国之全部学术史”这句而言，钱穆所言的

确是历史事实。他又以“旁面”“正面”的说法评析太炎的学术，强调章太炎《国故论衡》《检论》等著作批评检讨国故（当然

包括王学）是太炎学术的旁面，而非正面。其曰：“论衡检论，检讨国故，属太炎学之旁面。……《菿汉微言》明倡佛学，乃太

炎学之正面。”20因此章太炎晚年对王学的批评（以《菿汉微言》为代表）是太炎学术的正面，太炎学最终的真正目的是要“回

真向俗”。 

换言之，章太炎晚年批评检讨国故（包括王学）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倡佛学。因此，在章太炎的学术视域里，宋明理学原是以

佛禅之学为根本的（“程朱陆王，固以禅宗为其根本”）。他常将“天理”“良知”与佛学术语等同起来：“天理不外良知，其

后甘泉亦自了此。由今观之，天理犹佛家言真如，良知犹佛家言本觉。高楬真如，人犹汗漫无所从入；一言本觉，则反心而具。”14

基于佛学的评判立场，有佛学倾向或佛学性质的理论和实践，章太炎对之评价就高，反之就低。章太炎因为王时槐（子植）学佛

静坐，遂认定王时槐见解高于王阳明，说其“习定之精纯，论心之微眇，真所谓智过其师者也”14与此相似，他对邹守益之孙邹

德涵（汝海）也赞许极高：“王门数传至邹汝海，其所自悟，过于白沙、阳明，……自周、程以来，唯汝海知有所知障，知有法

空观，不知其行能弇言否耳。”14因为邹德涵与王时槐的自悟与静坐，都带有佛学修行方法的意味，因而在章太炎看来他们的智

慧自然高于其师了。 

总之，章太炎晚年对王学是持总体批评而部分肯定的态度的。原因在于章太炎认为王学是介于儒释之间（王学中“义理高远

者，大抵本之佛乘”，“王学深者，往往涉及大乘”），章太炎晚年提倡佛学，站在佛学的立场，自然会爱屋及乌地对王学中与

佛学类似的思想理论表现出些许好感，因为王学可以“为佛教作仆”21，成为弘扬佛学的可资借鉴和利用的思想资源。因此之故，

王学中的“义理高远者”得到他的部分肯定也就不难理解了，而与之相反，王学中与佛学精神相悖者，如轻礼教、尚阴谋等，自

然容易受到章太炎针锋相对的批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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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章太炎评判王学的动因解析 

钱穆评价章太炎的学术兴趣和来源时说：“古近政俗之消息，社会都野之情状，华梵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之所说，操齐物

以解纷，明天倪以为量，割制大理，莫不逊顺。此其所自负也。”22古今中西、社会政治、宗教哲学都是其学术的源头活水。就

中国古代的诸子学来说，多家思想成为其学术可资借鉴的资源：“其自道则曰庄生之玄，荀卿之名，刘歆之史，仲长统之政，诸

葛亮之治，陆逊之谏，管宁之节，张机、范汪之医，终身以为师资。”22如此广博的学术来源，导致其秉持的学术标准是“学以

求是，不以致用，用以亲民，不以干禄。”22 但也存在着一些偏激之处：“其于民族文化，师教身修，则其论常峻常激。”22 因

此，钱穆对章太炎评论宋明诸儒颇有微词：“专守一术，诋他人为无用，此未知舟车之异宜也。”22“专守一术，诋他人为无用”

的批评，的确可以从章太炎一生对王学的批评中得到印证。总体而言，章太炎早年对传统多有批评，对于程子、朱子等，大多批

评有加，非独王学为然。这主要由章太炎的学术旨趣、学术立场决定的。上述钱穆关于章太炎的学术旨趣分析有利于帮助我们理

解章太炎批评王学的缘由。但钱穆所揭橥的只是学术方面的原因，还有一个重要的可以称为事功的原因却是钱穆未能注意到的，

前文各处都有涉及，笔者尝试再集中作一简单探讨。 

章太炎对王学的批评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的批评著述主要有《訄书·王学》《谴王氏》《答铁铮》《检论·议王》

等，这些著述都是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下产生的，这些背景和条件是非学术的原因和条件，恰恰是钱穆

所忽视的，因为钱穆先生的治学方法非常强调学术发展演变的内在原因，而对社会历史条件等社会外缘方面的原因重视不足，这

也是钱穆先生治学偏失所在。正如前文所述，《訄书·王学》撰写背景的革命派与保皇派之争，是针对王学这一保皇派的立论基

础而作的，批评王学的目的是对保皇派的理论基础进行釜底抽薪，科学主义就是章太炎其时奉行之圭臬；《谴王氏》的社会背景

是在 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后，章太炎加入同盟会主办《民报》，当时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在如火如荼的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中，民本主义是章太炎当时依赖的重要理论武器；《答铁铮》则是写于 1907年，那年 4月，章太

炎与张继、刘师培等在日本东京成立亚洲和亲会，主张“反对帝国主义而自保其邦族”，其主张的思想实质是民族主义，民族主

义也正是《答铁铮》中攻击王学的重要思想利器；而 2014年章太炎创作《检论·议王》的动机是“感事既多”。因为屡屡受挫，

自然会反思失败的原因，能够治国、布政、繁荣发展国家的实用主义便应运而生，实用主义也成为章太炎论衡王学的主要标准。

上述“非王”著述迥然有异的社会历史背景，是章太炎批评王学的出发点，也是其非王的重要缘由，不能被钱穆“专守一术，诋

他人为无用”一语加以遮蔽。 

总体来看，章太炎是批评王学的，但是晚年也有一些肯定王学的成分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能否说晚年的章太炎实现了其

由“非王”到“归王”的复归呢？回答这个问题依然不能光从学术上找原因，还要从事功上加以分析，注意章太炎“回真向俗”

的学术转向。 

上文所论王学中有部分思想玄远者与佛学思想接近从而受到章太炎爱屋及乌之肯定,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属于学术的

原因。此外，还有事功的原因，我们从民国初年章太炎写给学生吴承仕的信里或许能管窥一点玄机。1917 年 4 月 3 日致信曰：

“仆近欲起学会，大致仍主王学，而为王学更进一步。”在稍后的信里又提道：“今之所患，在人格堕落，心术苟偷，直授大乘

所说，多在禅智二门。虽云广集万善，然其语殊简也。孔、老、庄生，应世之言颇广。然平淡者难以激发，高远者仍须以佛法疏

证。恐今时未足应机，故先举阳明以为权说。下者本与万善不违，而激发稍易；上者能进其说，乃入华梵圣道之门，权衡在我，

自与康梁辈盲从者异术。若卓吾辈放恣之论，文贞权机之用，则在所屏绝久矣。要之，标举阳明，只是应时方便，非谓实相固然，

足下以为何如？”23章太炎考虑到“若直授佛法，未足救弊”，因此采取迂回曲折的策略，“先举阳明以为权说”。 

可见他推崇佛学的基本立场并无根本改变，只是更注意世俗的眼光，不排斥功利与实用。其阐扬王学，可能正是他自己所说，

是学术由真向俗的表现，章太炎晚年论学强调“今日贵在引人入胜，无取过峻之论”18正是其“回真向俗”的真实写照，回真当

指思想上的圆融自达，向俗则指对世俗社会的关怀。1917 年 6 月的信中再次提到王学：“前得手书，并《王学杂论》一册，时

当扰攘，未暇作复。顷略为抽绎，所见大致无差。王学不宜于布政，前已有言。良知乃匹夫游侠之用，异乎为天下浑其心者，所

论京朝旧宦之说，原不足辩。至余姚所谓良知，大概与藏识相似。”
18
依然坚持其早年对于王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如“王学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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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布政”“良知乃匹夫游侠之用”，这是晚年章太炎对于王学的基本态度未变的明证。只是此时对王学有略微肯定的意思在，认

为阳明的良知说与佛教的藏识相似，值得加以利用。因为在当时“士气消沉，非是莫能振发”的情况下，“若直授佛法，未足救

弊”，对于阳明学“随机应用，各有其可”就自然可以理解了。从信中“恐今时未足应机”“先举阳明以为权说”“只是应时方

便”18诸语，不难看出章太炎“起学会”“主王学”的真正用意，只是一种开启民智、提振人心的权宜之策（“士气消沉，非是

莫能振发”）。正是基于这个动机，章太炎在一些场合表达了对王学的部分肯定。1924 年 11 月所作《王阳明先生像赞》“渊默

之皃、雷霆之声。气矜之隆，学道之名。强哉矫乎，阳明先生。”24在 1924年 12月列出的《中学国文书目》中有《王文成公全

书》并备注《传习录》《文录》等供选阅选讲。25另外，1935 年的《诸子略说》也有多处对王学有所肯定的言辞，限于篇幅，兹

不赘述。 

对于章太炎批判传统文化的历史功绩，许寿裳在《章炳麟传》中有精当概括:“批判文化,独具慧眼,凡古今政俗的消息,社会

文野的情状,中、印圣哲之义谛,东西学人的所说,莫不察其利病,识其流变,观其会通,穷其指归。‘千载之秘,睹于一曙’,这种

绝诣,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个人,所以称之曰国学大师。”26章太炎也自诩自己对学术的评判“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不好与儒先立异，亦不欲苟同。”9其《菿汉微言（卷末）》自评其学术曰“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4，又曰“自揣平生学

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由本文上述论述可知，章太炎早年对王学的批评虽有事功的考虑，但更多地是学术本身的

批评。晚年章太炎对王学的态度则确有一个“回真向俗”的思想历程，他晚年对王学的基本基调也是以批评为主，其中的些许肯

定正是其思想“回真向俗”27的体现，标举阳明只是应时方便而已，实乃出于功利与现实的考虑，此乃事功的需要，不是真正学

术意义的“归王”。 

注释： 

1 参见朱维铮《章大炎与王阳明》，载《中国哲学》第 5 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1年版，第 311～345 页；孙万

国《也谈章大炎与王阳明》，载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64～368 页；张天杰

《章太炎晚年对阳明学的评判与辨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 1期。 

2 孙万国：《也谈章大炎与王阳明》，载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思想研究文选》，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64～368

页。 

3杨国荣肯定王学自尊无畏思想对章太炎的影响，认为章太炎唯意志论思想倾向与王学的影响有着难分难解的联系。参见杨

国荣《王学通论——从王阳明到熊十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 245页。朱义禄认为近代中国有原创力且影响较大

的哲学家,大多沉浸于阳明心学中。他以龚自珍、谭嗣同、梁启超、康有为、章太炎五人为重点,考察了阳明心学在近代中国发展

的新趋势。参见朱义禄《心力论——论阳明心学在近代中国的重振与发展》，《思想与文化》2016年第 6辑。 

4(67)章太炎：《中国现代学术经典：章太炎卷》，刘梦溪主编，陈平原编校，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41、639 页。 

5(6)(7)(8)(9)(10)(11)(12)章太炎：《王学》，载《章太炎全集：訄书重订本》，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47、147、

147、147、148、148、148、148页。 

6(13)1906 年 7 月《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国科学不兴，惟有哲学就不能甘居人下。但是程朱陆王的哲学，却也

无甚关系。”批评包括王学在内的程朱陆王哲学没有体现出科学的精神。参见章太炎《20 世纪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丛书章太炎的

白话文》，陈平原选编导读，贵州教育出版社 2014年版，第 10页。 

7(14)(15)章太炎：《说林上》，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第 1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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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6)(17)(18)(19)章太炎：《答铁铮》，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第 386、388、393、

393页。 

9(20)(66)章太炎：《自述为学次第》，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第 508、494页。 

10(21)(22)(23)(24)(25)(26)(27)(28)章太炎：《议王》，载《章太炎全集：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第 466、466、

467、467、467、467、469～470、468～469页。 

11(29)张天杰：《章太炎论宋明理学——以程朱陆王之辨为中心的检视》，《孔学堂》2020年第 1期，第 38页。 

12(30)(34)(36)章太炎：《王文成公全书题辞》，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续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第 113、113、

112～113页。 

13(31)其曰：“论衡检论，检讨国故，属太炎学之旁面。……《菿汉微言》明倡佛学，乃太炎学之正面。”参见钱穆《太炎

论学述》，载韩复智编著《钱穆先生学术年谱》卷 6，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769 页。笔者认为，要区分《菿汉微言》

《菿汉昌言》在章太炎批评王学中的不同地位，《菿汉微言》是正面，《菿汉昌言》是旁面。 

14(32)(33)(39)(44)(45)(46)(47)(50)(51)(52)章太炎：《经言三》，载《章太炎全集：菿汉昌言》，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

版，第 99、99、98、100、98、99、99、94、83、83页。 

15(35)章太炎：《研究中国文学的途径》（1920年 10月），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

版，第 574页。 

16(37)董平：《王阳明的生活世界通往圣人之路》（修订版），商务印书馆 2018年版，第 295页。 

17(38)(40)章太炎：《王文成公全书后序》，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续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年版，第 114页。 

18(41)(42)(60)(61)(62)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80、280、280、280、282

页。 

19(43)章太炎：《经言二》，载《章太炎全集：菿汉昌言》，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年版，第 94页。 

20(48)(49)钱穆：《太炎论学述》，载韩复智编著《钱穆先生学术年谱》卷 6，中央编译出版社、全国百佳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1768、1769页。 

21(53)1908年 6月《答梦庵》：“然其（阳明）学说，往往剽窃象山着慈湖……又剽窃佛家之说，藉禅宗以谈儒术……是正

堪为佛教作仆耳。”参见章太炎《答梦庵》，载章炳麟、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 1977年版，第 396页。 

22(54)(55)(56)(57)(58)钱穆：《余杭章氏学别记》，载章念驰编《章太炎生平与学术》上，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年版，第

29、29、28、29、29页。 

23(59)章太炎：《章炳麟论学手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 4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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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63)章太炎：《王阳明先生像赞》，载《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补编（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7年版，第 6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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